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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
———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陈友华,孙永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0023)

摘要: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

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

和以“多子多福冶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

陷阱冶。 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

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
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冶
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 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

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
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

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冶视角去

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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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摇 言

文化和制度是影响人类生育行为并决定生

育水平的重要因素。 20 世纪 70、80 年代,当中

国面临人口快速增长、生育率较高等人口问题

时,抑制性生育制度无疑起到了快速压低生育

率水平的关键作用,但其中以“多子多福冶 “传
宗接代冶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又阻碍着该制度的执行,由此衍生出数以

亿计的“非意愿冶的独生子女家庭和更多的“千
方百计冶的超生家庭。 然而,当中国迈入低生

育率时代,人口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由人

口增长过快转变为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与少子

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此时,国家战略和社会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特有的制度和文化优势能

够帮助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冶,并重新刺激低生

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 一方面,2021 年三孩生

育政策的出台,其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较以往更

加完善,这不仅宣告了历时长达 40 年的限制型

生育政策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同时也表明鼓励

性生育政策被寄予厚望,似乎国家力量与计划

主义能够像半个世纪前抑制生育率一样,重新

提振当前过低的生育率。 另一方面,在计划生

育时期被人们弃为敝帚并被视为“落后冶的传

统生育文化,如今却“摇身一变冶成为相关部门

和社会媒体口中刺激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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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仿佛当前育龄人群如同其祖辈一样,对“多
生冶“早生冶等传统生育观念持有较高的认同。

表 1摇 1950—2020 年中华文化圈主要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及其与世界和欧洲的比较

国家 / 地区 1950 年1955 年1960 年1965 年1970 年1975 年1980 年1985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中国大陆 5. 81 6. 26 4. 45 6. 61 6. 09 3. 57 2. 74 2. 63 2. 51 1. 59 1. 63 1. 62 1. 69 1. 67 1. 28
中国香港 4. 41 4. 50 5. 07 4. 92 3. 48 2. 70 1. 86 1. 50 1. 29 1. 30 1. 03 0. 96 1. 12 1. 23 0. 87
中国台湾 6. 57 6. 57 5. 80 4. 99 3. 95 2. 97 2. 54 1. 89 1. 77 1. 77 1. 46 1. 14 0. 91 1. 17 1. 10

日本 3. 66 2. 37 2. 01 2. 14 2. 09 1. 94 1. 75 1. 74 1. 52 1. 42 1. 37 1. 27 1. 39 1. 44 1. 29
韩国 5. 97 6. 11 5. 95 5. 00 4. 41 3. 41 2. 72 1. 75 1. 60 1. 63 1. 42 1. 10 1. 22 1. 20 0. 89

新加坡 6. 25 6. 44 5. 76 4. 67 3. 07 2. 08 1. 81 1. 59 1. 79 1. 65 1. 56 1. 26 1. 16 1. 22 1. 00
欧洲 2. 70 2. 63 2. 58 2. 45 2. 28 2. 07 1. 93 1. 84 1. 72 1. 46 1. 42 1. 47 1. 61 1. 62 1. 47
世界 4. 86 5. 01 4. 70 5. 08 4. 83 4. 08 3. 75 3. 52 3. 31 2. 88 2. 73 2. 62 2. 59 2. 52 2. 35

摇 摇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年《世界人口前景》。

淤国际社会通常将低于 2. 10 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而将低于 1. 50 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低于 1. 30 的生育

率称为超低生育率。

以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

鼓励性生育制度,能否帮助中国从根本上应对

少子化危机? 而以“多子多福冶 “传宗接代冶为
内核的传统生育文化,如今还能否起到鼓励人

们多生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

人口转变过程中,不同的生育制度和生育文化

在不同历史时期又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笔

者通过回溯世界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国家应对

低生育率问题时的主要做法与经验教训,以
“文化 制度冶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低生育

率的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为更好地应对少子

老龄化风险提供更多警示与思考。

二、中国的生育文化与生育率

1. 证据与启发:传统生育文化对低生育率

回升的作用有限

以往人们坚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

化有利于妇女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传

统文化中所蕴藏的生育文化更是根深蒂固,难
以改变,在国家限制生育时期严重阻碍了生育

率的下降,在国家鼓励生育时期则能够刺激生

育率的显著回升。 然而,借助对中华文化圈国

家或地区及海外华人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的考

察,揭示出传统生育文化刺激生育率失效的新

证据,颠覆了过往的思维定式与认知偏差。
第一,表 1 为中华文化圈主要国家或地区

总和生育率及其与世界和欧洲的比较。 除中国

大陆以外,还选取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以及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为中华文化圈的典型代

表,对其总和生育率及其变动情况加以考察。
这些国家或地区同属东亚或东南亚,均在二战

后经历了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
在历史渊源上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近,均受到儒

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生育的数量、性别及方式

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

人口政策演变轨迹与中国大陆也较为相似,都
曾经历了不同程度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时

期,以后转而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因此人口转

变过程有很多共通之处。
结合上述表可知,在全球范围内,中华文化

圈已经成为世界低生育率的两大洼地之一(另
一个洼地是南欧),生育率远低于世界平均值,
甚至比有着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更为严

峻,面临着更大的少子老龄化危机。
具体来看,日本经历了两次关键的生育率

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二战之后,总和生育率

从历史高位迅速跌落,1958 年以后直接下降到

更替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偶有回升;第二次转变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1992 年时的总和生育率已不足 1. 50,此后再未

能回升至该水平,2020 年时的总和生育率仅有

1. 29,进一步被确诊为超低生育率淤。 韩国、新
加坡紧随其后,重蹈日本低生育率的覆辙:1983
年,韩国妇女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此后逐年下

降,1998 年生育率跌至 1. 50 以下,21 世纪以来

就一直处于超低生育率状态,2020 年生育率仅

有 0. 89。 1976 年以后,新加坡生育率始终处在

更替水平以下,1986 年首次跌至 1. 50 以下,此
后稍有回升,但 1998 年以后再未能回升至该水

平,2003 年生育率持续跌至 1. 30 以下,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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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已不足 1. 00。
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也概莫能外。 中国台

湾妇女生育率从 1950 年代的全球最高之一转

变到目前全球最低之一[1],1984 年降至更替水

平以下,2000 年降至 1. 50 以下,2020 年只有

1. 10。 同样地,1973 年以前中国香港妇女生育

率还在 3. 00 以上,1974—1979 年就下降到更

替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和后期分别降到

1. 50 和 1. 30 以下,2020 年仅有 0. 87,成为世

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
中国大陆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半

个多世纪以来妇女生育率也经历了快速下降。
官方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初生育率首次降至

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生育率大多徘徊在 1郾 60 ~
1郾 80,2020 年降至 1郾 30 的超低水平。 不过,中
国大陆的生育率究竟有多低始终存在争论,以
国家计生委(2013 年与卫生部合并,更名为卫

计委,2018 年继续更名为卫健委)代表的官方

指导口径长期存在高估生育率而低估少子化风

险的弊病[2]。 郭志刚等少数学者在 2010 年左

右便研判中国生育率可能早已滑落到 1郾 50 之

下,且生育率之低远超以往的想象,中国大陆实

际上在进入 21 世纪时就已经陷入“低生育率

陷阱冶 [3鄄5]。 此外,若将北京、上海这类人口超

千万的城市作为区域单元考察,便会发现这些

地区的生育率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便不足

1郾 00,沦为超低生育率的“重灾区冶。
第二,若是对那些生活在非中华文化圈中

的华人生育率加以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海外华

人的低生育率不断蔓延。 从美国、欧洲到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与所在国其他族群相比,
海外华人的生育率在当地一直属于最低族群之

一[6]。 例如,与马来西亚其他族群相比,华人

粗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下降得更快,且在马来

西亚各族群中处于最低水平,2017 年在马华人

的总和生育率降至 1郾 20,远低于同期马来人的

2郾 40,也低于印度人的 1郾 28[7]。 种种迹象表

明,海外华人群体再难保持显著的中华文化特

征,特别是在生育议题上,传统生育文化非但不

能帮助其维持更替生育水平,反而还促成了其

少育甚至不育的社会现象的蔓延。
综上所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无论是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
还是定居海外的华人族群,其生育率在半个世

纪以来均历经了大幅下降,其下降幅度远超各

国政府与专家学者当初的预期,现如今多已跌

入“低生育率陷阱冶而难以自拔。 并且,相比西

方国家低迷的生育意愿与低生育率水平,这些

区域或族群的生育意愿更低、生育更少、低生育

率风险更严峻。 若是进一步控制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在同等发展水平(如相近的人均 GDP 或

人类发展指数 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

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依然显著低于其他任何国

度[8],而中国大陆的生育率转变更是呈现“早
熟冶特征[9]。 事实上,影响人口生育率变动的

因素众多且关联复杂,还有很多文化之外的其

他因素会促使东亚地区的生育率走低。 但不可

否认的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圈以

“传宗接代冶“多子多福冶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生

育文化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牢不可破,而是在

现代化的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 这些新证据足

以说明中华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然发生了嬗变,现
如今难以再刺激超低生育率的回升。

2.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及其嬗变

若做进一步思考,为何有着中华文化底蕴

的地域或族群更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冶? 这

究竟是因为传统生育文化本就无法提振生育率

所致? 还是现代生育文化已然取代传统生育文

化成为低生育率的关键诱因? 事实上,在人类

社会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中华传统生育文化

一度发挥了维持高生育率的社会功能。 而如今

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低迷,与其说是传统生育

文化失效的缘故,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生育文化

发生了嬗变,取而代之的是“晚婚少育甚至不

婚不育冶的现代生育文化,内生性的低生育率

由此形成。
(1)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内容与运行机制

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儒家思想体系,儒
家思想又是以“孝冶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并强化

生育规范,由此形成了以“传宗接代冶 “多子多

福冶“养儿防老冶等为基本内容的生育及相关文

化。 具体来说,传统生育文化在生育数量上强

调多生多育与规模优势,在生育性别上表现为

男孩偏好与单系偏重,在生育模式上选择早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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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育与较小生育间隔,在教养方式上重视子女

教育,在代际关系上维护长者权威与多代同堂,
在性别分工上突出男尊女卑与男外女内,在婚

配模式上看重门当户对。 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

结构是传统生育文化的诞生根源与形成基础:
人类寿命短、死亡率高,农业歉收,瘟疫和战乱

肆虐等使得人口锐减是传统生育文化产生的人

口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产资料家庭私

有、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传

统生育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以血缘关系的亲

疏远近来确定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和特权的

“家邦式冶宗法等级制度是传统生育文化产生

的政治基础,父系社会和熟人社会是传统生育

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家族主义观念、生命延续

理念、慎终追远的仪式和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

是传统生育文化产生的文化基础。
在现代化来临之前,传统生育文化在东亚

地区能够有效地对多生者加以规训与鼓励,而
对少生或不生者施以惩戒与排斥,这种生育文

化本质上迎合了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与

文化(信仰)诉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起到

了维持高生育率的重要功能,也被国家、社会、
家庭与个人广泛信奉与践行。

首先,传统生育文化的形成与功效有其经

济因素,通过鼓励多生,特别是男孩而构建起必

要的物质基础。 一是降低家庭的生存风险。 在

生存资源紧缺的前提下,人们借助多生多育冲

抵极高的婴幼儿死亡率,也使得父母在年老后

有尽可能多的依靠,子女众多便成为家庭在安

全和经济上的保障资源。 二是生养孩子的成本

相对较低而收益相对较高。 传统教养孩子的方

式远不如今天这般“精细冶与高昂,反而由于子

女能够更早进入劳动领域为家庭物质生产做出

贡献,很快就从被抚养者转化为抚养者,劳动力

再生产周期大大缩减而代际交替也更为平滑,
因此生育的回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就被生育者

所识别和享用。 三是为家庭或宗族的社会性竞

争夯实基础。 男丁数量多则代表着该家庭或宗

族兴旺,能在村庄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也
免遭来自他人的欺压与掠夺。

其次,传统生育文化被统治者采纳与推广

有其政治考量,通过鼓励生育与强调孝道从而

起到稳固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功效。 一方面,任
何社会都必须对养老作出制度性安排,否则个

体就会陷入对未来的恐惧,整个社会也因此而

陷入混乱与无序状态。 在传统社会,国家或统

治者借助多生多育文化的构建与宣扬,将对老

年人的养老责任全权交由家庭与子女(大多是

儿子)来承担,在极少部分家庭因无子女或者

遭遇天灾人祸而无力承担养老责任时才临时性

地施以必要的救济,这其实主要受到传统社会

国家手中所能掌控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所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冶与“养儿防老冶等思想,
其目的就是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必要的规训,
使之成为内化于内心的思想,并贯穿于行动之

中,进而促使人们通过多生的方式,构建“养儿

防老冶赖以生存的“生育基础冶与弥补制度性养

老的缺空[10]。 另一方面,生育与国家和民族兴

衰紧密相连。 在传统社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

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
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

都已灭绝。 因此,传统生育文化强调“多子多

福冶等思想与观念,其政治宗旨就在于帮助中

华民族成为人口大国而绵延不断,在与别国的

较量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最后,传统生育文化本身有着复杂而深刻

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内涵。 传统生育规范和官方

儒家意识形态相互强化,儒家文化的传宗接代

和多子多福与基督教文化的拯救灵魂及佛教文

化的轮回有着平行的功用[11],因此,中国人长

久以来将生育子女视为某种信仰,其生育决策

也是“家本位冶 或 “宗族本位冶 而非 “个人本

位冶。 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文化在中华思想体

系中有着近乎决定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中国

人普遍将自己视作是由祖宗传下来的生命之链

中的一个环节,并将这链环延续下去是他们此

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生活目标[12]。 若是未能

延续香火,人生意义也将遭到彻底瓦解,并在乡

土社会中被视为“耻辱冶与“没面子冶的事情,甚
至在相邻的争吵中被视作“恶报冶看待。

(2)现代化、计划生育与生育文化嬗变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

家或地区先后经历了深刻的现代化洗礼以及程

度不一的计划生育控制,也正是这两股主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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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根基,
以致其产生了明显的嬗变。

第一,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会让生育

率不断下降,由此形塑起抑制生育率的现代生

育文化。 从社会结构形态变迁的视角来说,人
类文明迄今为止经历了渔猎采集、农业耕种和

工业大生产 3 个主要的文明发展阶段。 在工业

社会来临之前,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与民族

普遍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水平,但进入工业社

会,生育率下降及由此产生的现代生育文化便

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始肇于欧洲发达国家,
再至北美发达国家,而亚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紧随其后,其中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

工业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生育价值呈现出由

社会权利的外部执法逐步向内部心理规则的转

化,即自我对生育决策的责任感增强[13],人们

逐渐放弃传统生育观而转向现代化的个体理性

生育观[14]。 正如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与地区

迟早都会被卷入现代化洪流一样,世界上每一

个国家与地区迟早也会因此进入生育率转变过

程,并最终形成低生育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

亚文化圈也不例外。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剧烈而深刻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变

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形态已经并仍在

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勤俭节

约、集体主义正在消逝,伴随而来的是个人主

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15]。 生育文化

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处于剧烈的变迁之

中,传统生育文化的退场使得“传宗接代冶等思

想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变得微不

足道,而现代性思潮的“入侵冶极大地提高了新

生代群体作为生育主体的自主性,生育价值不

断趋于理性化、个体化与情感取向。 换言之,生
育文化呈现出“家本位冶让位于“个体本位冶,
“多子多福冶与“重男轻女冶逐步让位于“优生优

育冶与“男女平等冶,“早婚早育冶也让位于“晚
婚晚育冶或“不婚不育冶,人们的生育动机一方

面更加考究经济利益是否合算,另一方面也更

加重视“养育冶本身是否能带来精神慰藉与情

感满足。
现代性的力量之所以能够相对轻松地“攻

破冶传统生育文化的堡垒,主要还得益于以下

几类助推因素:一是迎合了人性中的“不耐冶淤、
趋利避害与责任逃避。 少生或不生的现代生育

思潮迎合了人性中“不耐冶或“短视效应冶,放大

了人性中的趋利避害、逃避责任与贪图享乐,使
得“晚婚少育冶甚至“不婚不育冶文化在年轻一

辈中大行其道。 二是文化禁忌的阙如与人口流

产和溺弃婴儿的盛行。 中国古代民间曾有溺弃

婴的恶俗[16],到了当代社会,随着人工流产技

术与严苛生育政策的推行,取而代之的是胎儿

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在严厉的计

划生育时期曾大行其道,以及对已出生的不为

所喜好的性别的孩子疏于照顾甚至溺弃的现

象。 由于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禁忌的阻

拦,现代性思潮裹挟着新型生育文化得以在东

亚儒家文化圈内“畅通无阻冶。 三是传媒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加剧了现代

化力量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现代交通、通信与

传媒的发展,网络社会的降临,使得世界各地基

本上都站在同一个网络信息传播平台上,世界

各国与地区具有扁平化的趋势,它是一个全球

区域文化碰撞、整合与交融的过程,也是文化特

色逐渐消失的过程[17]。 现代生育文化及观念

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或中国大城市中的市民所

独有,越来越多扎根中国乡土的农民或进城务

工的农民工也接受了“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甚

至不婚不育冶的新型生育文化,并内化为自己

的观念与行动。 以往那种对中西部地区、农村

地区与边远贫困地区高生育率的刻板印象事实

上早已不复存在。

淤“不耐冶这一概念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利息理

论》中详细阐发,是指人对消费或欲望满足其实存在一个时间

上的偏好,是人的自然倾向,人性中的“不耐冶使得延迟满足、
忍受当下变得较为困难。

第二,计划生育制度,特别是独生子女政

策,在生育率下降与生育文化嬗变过程中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现代性作用下,即使没

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中国妇女生育率也会

下降,现代生育文化也会逐渐蔓延开来,然而严

苛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地加速了这一转变

过程。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不仅让正常

情况下需要一两百年才能发生的人口现象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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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几十年时间内就变为现实,而且使得中国社

会的生育文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导致目前有

大量的育龄人群在生育限制逐步放宽的政策背

景下,依然持有“只生一个孩子就够了冶的生育

观念,并采取终生“只生一个孩子冶的生育行

为。 “只生一个孩子冶现象已经从最初的“不正

常冶或“异类冶,变成了今天的“正常冶,从最初的

靠动员、宣传、表扬、奖励和引导以及刚性政策

约束,到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冶、想
都不用想的“理所当然冶 [18]。 可见,计划生育对

生育文化最主要的破坏在于使得生育多样性的

加速丧失,而这种多样性的丧失在严格控制人

口数量增长时期无疑是被作为一种成绩来看待

的。 殊不知,在低生育率时代,生育多样性一旦

渐失,人们的生育行为逐渐向低孩次集中,此后

采取再多的鼓励生育政策,也很难阻止生育率

的持续下降并最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17]。
另外,计划生育宣传引导还迫使人们完成了

“人口从财富到包袱冶的认知转变,人口“数量

多冶这一基本国情在民众思想中被固化为危害

经济持续增长与资源永续利用的劣势,甚至演

变成一个“筐冶,成为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罪魁

祸首与万恶之源。 实际上,孩子也不只是消耗

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未来会创造财富,并
成为人类的希望。 生育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

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严苛的计划生育时

期,传统生育文化被反复不断地构建和强化为

阻滞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不可否认,传统

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推行初期确实存在某种文

化惯性或稳定性,否则也就不会涌现出数以亿

计的超生及被处罚家庭。 但是,在现代化力量

与计划生育宣传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生育文化

不断发生嬗变与衰落,对计划生育执行起到的

阻滞作用大不如前甚至消失殆尽。 然而,政府

相关部门与社会媒体依旧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

传统生育文化,并宣称如果中国民众都按照文

化惯习那般生育子女将导致中国人口爆炸与国

家危机,进而将其视作迂腐落后思想文化加以

批判和抵制,并以此凸显计划生育工作的必要

性与重要性。 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夸大了中国传

统生育文化的稳定性和消极性,也由此高估了

其对生育率下降的阻碍作用,而这种对文化变

迁认知偏差的背后很难说不包含有部门利益的

成分在内。 中国人口数量问题被渲染得越严

重,传统生育文化对生育率下降的阻滞作用越

大,计划生育难度就越大,计划生育及其管理部

门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也就越大,计划生育所取

得的成就自然也就越大[19]。 随着中国少子老

龄化风险日趋凸显,鼓励生育成为我国目前生

育政策的主基调,可如果按照以往独生子女时

期的主流解释,生育率应该在传统文化的影响

下立即回升至较高水平才对,而不是下降至现

在的超低水平。 有趣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同样的传统生育文化如今“摇身一变冶却被相

关部门和社会媒体解读为提振生育率的文化优

势,并夸大其在未来政策干预中的重要性与积

极性。 同样的文化,不同的解读,背后却是相似

的逻辑。
3. 现代生育文化与内生性低生育率

现代生育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晚婚晚育、
少生优育甚至不婚不育冶的婚育观,此外还涉

及与此相关的新型婚姻观、家庭观、养老观、子
女观等。 现代生育文化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质
量换数量冶的精养文化,“管生不管养冶的隔代

抚养模式,流引产无禁忌文化,“一个也不生冶
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等。 可以

说,现代生育文化是严重抑制生育率回升的内

生性因素。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政策允许、家庭

财富、教育条件、照料资源和事业发展等前提

下,仍然有夫妇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甚至一个也

不生,但也有人选择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其中

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便是个体的生育观念及其

背后的生育文化。
现代生育文化具备三大关键特征:一是内

生性。 在中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生育率持续下

降过程中,“外生型冶模式的计划生育的作用在

减弱,“内生型冶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

增强。 换言之,虽然当前低生育文化的形成与

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但更多应归结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现代性作用的

结果。 尽管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宽,但抑制生

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却不会很容易、更不会很快

地随着生育制度的变革而改变,现代生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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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影响着当今与未来时代育龄人群的生育

意愿和生育行为[20]。 相比于传统生育文化对

人的规训与惩罚,现代生育文化更是一种自然形

成的、内生的思想与观念,其内容、诉求与价值因

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而更加契合当代

年轻人自身当下的欲望与需求,在风险社会或不

确定情境中成为人们某种潜意识的存在。
二是趋同性或去本土性。 中国的现代生育

文化与低生育率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本土现象,
而是全球生育率转变与生育文化转型的有机组

成部分。 部分西方国家在传统上确实有禁止堕

胎等阻碍生育率下降的文化因素,但无论中西

方社会,人类一旦掌握了现代避孕节育技术,加
之宗教的世俗化,西方传统生育文化及宗教禁

忌也被逐渐突破,同样形塑起阻碍人们生育的

新的文化力量。 中国的现代生育文化与世界相

似或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都十分类似,
从时间进程而言,西方世界先发的生育趋势和

文化也会传播扩散至中国。 事实上,这种现代生

育文化的趋同性,不仅使得生育文化与生育率在

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从分化走向趋同,也使得中

国城市与农村之间从分化走向趋同,只不过后者

常常具有“滞后冶与“压缩冶的特点[17]。
三是单程性或变异性。 文化一般具有二重

性特点:首先是传承,其次是变异。 文化一旦出

现变异,要再变回来或文化复古是很难的,甚至

是不可能的,因而文化演变更多是单方向的,而
不是反复的。 中国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根本性

转变,无论如何努力也回不到过去。 况且,没有

受到计划生育影响的海外华人的生育率也是当

地族群中生育率最低之一,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很多文化作为一种实践简化机制,其功能

性效用或理性成分被隐藏了起来,但却对维持

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21],生育文化

便是如此。 传统生育文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成立

的理性逻辑,放之现代工业社会之中自然不能

完全奏效。 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会遵从实用性

原则,不仅从杂糅混合的文化库中挑选有利于

自身利益与符合理性逻辑的生育文化,展开有

选择性和策略性的使用,而且更多因应时代变

化而创造出新的生育文化,从而使得自己的生

育行为更具有意义、可理解性乃至合法性。

“传宗接代冶与“多子多福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

文化因为不符合现代人的理性逻辑与实用原

则,因此逐渐被弃为“敝帚冶,因而难以提振低

生育率。 相反,其中的实用理性、家庭生育观以

及代际之间的紧密关系却成为强有力的生育抑

制因素,这是东亚地区低生育率危机的关键所

在[22]。 然而,当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少子老龄化

危机之际,生育孩子仍是人类社会对未来自身

的最重要“投资冶之一,“养儿防老冶所具有的各

种功效被所谓的个体解放与理性化思潮所遮

蔽,现代生育文化鼓吹的“即刻理性冶其实在更

高维度上违背了“长期理性冶,前者更多是享受

当下,而后者更强调延迟满足,但显然,“长期

理性冶的实现需要更高远的眼光与智识水平以

及对各类人性缺陷的克服,因此也常常不被人

们所认识与接纳。

三、中国的生育制度与生育率

1. 经验与教训:鼓励生育制度难以刺激低

生育率回升

生育制度,顾名思义即是与生育相关的制

度设计与安排,广义上既包括对人类生育引导

和干预的正式制度反应,也包括以生育为核心

展开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约束。 本研究所探讨

的生育制度主要是指狭义的生育政策及其配套

支持措施,其中既包括直接影响生育数量的主

导生育政策,也包括间接影响生育率的辅助配

套政策。
欧美国家引领了全球低生育率的潮流,并

率先对低生育率问题作出了危机应对,因此最

早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措

施。 东亚国家紧随其后,陆续实现了从抑制生

育到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尽管这种转变都过

于迟缓与艰难。 各国政府与专家学者都寄希望

于通过构建积极生育制度来促使低生育率止跌

回升,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其中的经验与教

训亟待总结与反思。 因此,本研究借助对世界

范围内主要国家生育率和鼓励生育措施的考察

却发现,各国政府在刺激生育率回升时的政策

作用都十分有限。
第一,梳理 1950—2020 年欧洲主要国家和

地区的生育率及变动情况,以考察欧洲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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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鼓励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 (表 2、图 1 ~
图 2)。1950 年前后,70% 左右的欧洲国家的生

育率介于 2郾 00 ~ 3郾 00,其余欧洲国家生育率均

高于 3郾 00。 1960 年起,欧洲国家的生育率开始

滑落,不断逼近和突破更替水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率先并陆续出现生育率不

足 1郾 50 的超低生育率现象,“低生育率陷阱冶
一时间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的恐慌与重视。 为

此,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出台了明确的鼓励生

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主要包括直接的经济

补贴、家庭支持措施以及更为间接的鼓励生育

措施。 不过,时至今日,欧洲国家刺激生育率回

升的效果究竟如何? 答案是令人沮丧的。 没有

任何一个欧洲低生育率国家因为生育刺激政策

而实现生育率重返更替水平及以上的目标,即
使常常被加以标榜和借鉴的瑞典、丹麦等北欧

国家,也未能实现生育率稳定在 1. 80 之上,其
依旧处于低生育率之列。 虽然近年来欧洲少部

分国家生育率略有回升,但这并不能就此证明

其已经爬出了“低生育率陷阱冶,因为很多国家

生育率仅是回升但未触及 1. 50,也有很多国家

超过 1. 50 后又跌落,还有不少国家纵使超越

1. 50,但回升幅度也不足 10% ,因而更应该被

视作正常波动而不是稳定性回升。 可见,欧洲

生育率并未得到显著提高,政府大部分鼓励生

育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对于生育

刺激政策出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国家而

言,政策的时滞性难以成为其豁免政策无效的

说辞,反倒成为某种反面证据。
第二,借助表 1 和图 1 ~ 2,同样也能考察

和反思东亚地区鼓励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 在

经过长时间的实施控制人口政策后,新加坡于

1987 年、日本于 1990 年、韩国于 2003 年、中国

台湾于 2008 年才真正意义上放弃了抑制型或

中立型生育政策,转为实施明确的鼓励型生育

政策。 从调整后的政策内容看,东亚国家或地

区整体上都照搬了欧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框

架,主要通过降低生育与抚养子女的成本和促

进就业的性别平等来实现[23]。 相较而言,韩国

和中国台湾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时间并不长,
在政策设计上还是沿用了欧洲国家、日本、新加

坡的框架与经验,不过在政策种类与支持力度

上不及前者。 那么,东亚各国在鼓励生育率回

升方面的政策效果又如何呢? 结局似乎更令人

表 2摇 1950—2020 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 / 地区 1950 年 1955 年 1960 年 1965 年 1970 年 1975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英国 2. 24 2. 28 2. 74 2. 90 2. 44 1. 81 1. 89 1. 79 1. 83 1. 71 1. 64 1. 76 1. 92 1. 81 1. 56
法国 2. 99 2. 71 2. 73 2. 83 2. 50 1. 95 1. 96 1. 82 1. 78 1. 71 1. 88 1. 92 2. 02 1. 93 1. 79
德国 2. 09 2. 16 2. 39 2. 49 2. 04 1. 48 1. 54 1. 39 1. 44 1. 25 1. 38 1. 34 1. 39 1. 51 1. 52
瑞典 2. 30 2. 26 2. 18 2. 41 1. 94 1. 77 1. 67 1. 74 2. 12 1. 73 1. 54 1. 77 1. 98 1. 85 1. 67
丹麦 2. 57 2. 57 2. 54 2. 61 1. 97 1. 91 1. 54 1. 45 1. 67 1. 80 1. 77 1. 80 1. 86 1. 72 1. 70
西欧 2. 43 2. 41 2. 57 2. 63 2. 24 1. 69 1. 70 1. 56 1. 58 1. 45 1. 59 1. 60 1. 68 1. 67 1. 61
东欧 2. 91 2. 82 2. 52 2. 17 2. 14 2. 14 2. 02 2. 13 1. 91 1. 40 1. 24 1. 31 1. 53 1. 65 1. 47
北欧 2. 38 2. 38 2. 67 2. 76 2. 35 1. 89 1. 88 1. 80 1. 87 1. 71 1. 64 1. 75 1. 90 1. 79 1. 58
南欧 2. 78 2. 64 2. 67 2. 74 2. 58 2. 44 2. 01 1. 67 1. 49 1. 33 1. 34 1. 39 1. 46 1. 38 1. 31
欧洲 2. 70 2. 63 2. 58 2. 45 2. 28 2. 07 1. 93 1. 84 1. 72 1. 46 1. 42 1. 47 1. 61 1. 62 1. 47
世界 4. 86 5. 01 4. 70 5. 08 4. 83 4. 08 3. 75 3. 52 3. 31 2. 88 2. 73 2. 62 2. 59 2. 52 2. 35

摇 摇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年修订的《世界人口前景》。

图 1摇 1950—2020 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图 2摇 1950—2020 年欧洲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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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 从 1950—2020 年东亚国家或地区总和

生育率来看,鼓励生育政策是极不成功的,这些

国家或地区目前面临着全球最低的生育率。
“低生育率陷阱冶在东亚各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旦当其生育率低于 1. 50 之后,尽管有各种各

样的生育政策刺激,即使个别年份生育率有轻

微回升,但生育率便再也没能突破 1. 50,反而

是连年下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公开承认

常年来鼓励生育政策的实际收效甚微,新加坡政

府公开检讨奖励生育政策,并评估现有措施的有

效性[24]。 事实上,不论各国政府公开承认与否,
东亚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失败冶已经是不争的

事实,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不仅生育率

持续低迷并不断突破下限,而且政策调整后的人

口惯性一路下跌[25],少子老龄化风险与日俱增。

表 3摇 1950—2020 年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国家 / 地区 1950 年 1955 年 1960 年 1965 年 1970 年 1975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俄罗斯 2. 95 2. 83 2. 58 2. 15 2. 01 2. 02 1. 91 2. 10 1. 90 1. 36 1. 22 1. 34 1. 60 1. 80 1. 49
匈牙利 2. 61 2. 82 2. 02 1. 82 1. 98 2. 35 1. 92 1. 84 1. 86 1. 57 1. 32 1. 31 1. 25 1. 45 1. 57
波兰 3. 71 3. 58 3. 03 2. 53 2. 26 2. 28 2. 25 2. 32 2. 05 1. 63 1. 37 1. 24 1. 41 1. 32 1. 45
越南 5. 18 5. 54 6. 28 6. 16 6. 02 5. 64 4. 86 4. 22 3. 60 2. 66 2. 07 1. 96 1. 90 1. 95 1. 96
朝鲜 4. 99 3. 67 3. 57 3. 56 3. 85 3. 05 2. 84 2. 58 2. 35 2. 16 1. 97 1. 96 1. 81 1. 88 1. 82
古巴 4. 03 3. 90 4. 13 4. 46 4. 00 2. 85 1. 62 1. 76 1. 80 1. 47 1. 58 1. 47 1. 69 1. 69 1. 50
世界 4. 86 5. 01 4. 70 5. 08 4. 83 4. 08 3. 75 3. 52 3. 31 2. 88 2. 73 2. 62 2. 59 2. 52 2. 35

摇 摇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年修订的《世界人口前景》。

第三,梳理部分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

家的总和生育率变化(表 3、图 3),尝试考察社

会主义制度与历史传统是否有利于其应对生育

率下降难题,以期为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

国提供启示。 无论是欧洲诸国还是东亚的日

本、韩国与新加坡,其多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因
此很多人指出其鼓励生育政策的“失败冶归咎

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劣势冶,由此提出社会主

义国家在应对少子老龄化方面具有“制度优

势 冶。为此,选取俄罗斯、波兰等曾有着社会主

图 3摇 1950—2020 年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

总和生育率

义发展史的国家和越南、朝鲜等目前仍采用社

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作为考察对象,结果发现随

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

生育率的大幅下降,目前多已跌至更替水平以

下,进入低生育率行列。 其中,部分国家也已跌

入“低生育率陷阱冶,所采取的各种刺激生育政

策的效果平平。
综上所述,伴随着低生育率问题在全球范

围内的蔓延,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寄希望于通

过鼓励生育制度的构建来加以应对。 然而,无
论是社会福利待遇更好的欧洲国家,还是有着

传统生育文化底蕴的东亚国家,无论是重视市

场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强调国家力

量与制度优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刺激低生育率

回升时几乎都遭遇了政策“无能冶的窘境,鼓励

生育政策均无法提振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甚
至都无法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冶。 生育率在鼓励

政策干预之下,只有“低冶和“更低冶之别。
2. 中国当代的生育制度及其变革

中国当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致经历 3
个阶段:1950—1972 年倡导自愿期、1973—2013
年抑制生育期、2014 年至今鼓励生育期。 随着

生育制度的变革,我国政府对生育水平采取了程

度不一、方向各异的生育干预政策,实际的政策

效果也是大不相同且利弊互现,充分展现了生育

制度与生育水平之间复杂动态的双向关系。
第一阶段主要是指 20 世纪 50、60 年代,此

间政策多以倡导性和自愿性为主。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伊始,马寅初《新人口论》所阐述的人

口过剩论受到党中央的批判与否定,因而生育

制度以放任自由甚至鼓励为基调,妇女总和生

育率在 6. 00 左右。 随着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
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

口同样经历了第一次转变,形成人口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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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爆炸式增长冶,人口快速增长与经济、社
会、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党
中央便开始重视节育工作。 除了三年经济困难

时期等有所停顿外,我国当时人口政策的主基

调是以群众自愿为基础,采用渐进、平和的方式

抑制人口增长[26],但我国那时依旧保持着较高

的生育水平和强劲的人口增长惯性。
第二阶段是指 1973—2013 年长达 40 年的

限制人口生育的计划生育时期,期间政策的内

容、执行方式与力度也不断调整。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党中央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主张温和的

“晚、稀、少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得到有效控

制,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妇女总生育率便降

到了 3. 00 以下。 1980 年代初,我国开始执行

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进行“急刹车冶式

的抑制,在全国城乡全面实施以“一对夫妇只

生育一个孩子冶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
经过史无前例的政策控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

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降至更替水平之下,
但生育率并没有自此稳定下来,而是呈现出持

续下降的态势,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是陷入“低
生育率陷阱冶。 由于人口属于慢变量和累积变

量,存在内部积蓄的势能,而生育率一旦下降至

更替水平以下就会积聚负增长惯性,因而生育

政策调整应从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甚至之前

就应“未雨绸缪冶,而绝不是待到生育率下降至

很低水平之后才想起“亡羊补牢冶。 然而,令人

十分遗憾的是,中国的生育政策始终是“任凭

风浪起,我自巍然不动冶,迟迟不对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形势适时地做出

回应[27]。
第三阶段是指 2014 年以来以“单独两孩冶

“全面两孩冶和三孩生育政策为代表的生育政

策调整完善期。 出于对生育限制放松后生育率

大幅反弹和出生人口高峰的有偏认知,生育政

策按兵不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育政策

才真正迎来了变革。 2014 年“单独两孩冶政策

在全国各地陆续实施,标志着严苛的生育政策

出现松动。 不过,从该政策落地情况看,之前设

想的生育率大幅反弹纯属“杞人忧天冶式的误

判,“单独两孩冶政策普遍遇冷。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12 月,全国符合“单独两孩冶政策条件

的 1 100 万对夫妇中,申请生育两孩的仅有

106. 9 万对[28]。 “单独两孩冶政策调整步伐太

小,因而党中央审时度势、排除万难,被耽误的

“全面两孩冶政策随即在 2015 年应运而生[29]。
“全面两孩冶政策实施后虽然二胎出生数量相

比政策实施之前有了明显增加,但二胎出生所

占比重也只是刚刚超过 50% [20]。 生育率虽有

小幅回升,但又很快回落,2020 年中国总和生

育率仅有 1. 30。 总体而言,“全面两孩冶政策也

是效果不彰,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因此,出于对

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补充性考虑,也
是基于对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严峻形势的迫

切应对,我国生育制度再一次出现重大调整和

变革,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推出三孩

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随后,又有更多有

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财政、税收、
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配套出台。
这些政策举措不仅彻底宣告了限制性生育制度

的进一步瓦解,而且还彰显出党和政府在鼓励

生育与提高生育率方面的重大决心,其中十分

强调将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提到与三孩生育政策

并行的高度,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官方在生育

议题上的态度由“观望冶完全转变为“鼓励冶。
3.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

效果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作为中国

应对低生育率问题而尝试建立的鼓励生育制

度,其预期效果和可能后果究竟如何? 目前又

存在哪些政策偏差,以至于阻碍生育率的回升

与出生人口的增长?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2 年中国出生人口仅有 956 万人,总和生育

率更是降低至 1. 07 的超低水平。 这预示着,三
孩政策与“两孩冶政策一样,不仅不会掀起所谓

的“生育潮冶,而且也无法阻止出生率下跌的趋

势,此次鼓励生育政策的预期效果不容乐观,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生育率问题具有惰性、累积性、惯
性等特征,短期内很难因为人为刺激而显著反

弹。 与低生育率相联系的是人口惯性负增长,
这种人口发展趋势一旦形成,短时间内不可能

逆转,政策环境的改变对其的影响更是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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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27]。 即使鼓励生育政策真能发挥效用,除了

释放政策性补偿生育之外,其主要作用是向未

来人口延伸,因此低生育率问题的应对必定是

一个长周期性事件,需要历经几代人甚至更多

代人的迭代与努力。
第二,两孩家庭基数较小与孩次递进比递

减规律,使得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收效甚

微。 寄希望于生育三孩从而带来生育率的总体

提升必须建立在已经生育两孩的基础之上。 一

方面,中国当前符合生育三孩条件的妇女规模

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从无子女家庭转换为一孩

家庭的概率相对较高,而从一孩转变为两孩,两
孩转变为三孩的概率会逐渐下降,即出现孩次

递进比递减现象[30]。 “全面两孩冶尚未带来生

育率明显提升,如果连两孩都不想生,三孩生育

政策对那些不想生两孩的夫妇来说更是无效

的,其政策效果只能是大打折扣。
第三,鼓励生育制度存在政策偏差,会严重

阻碍生育率的回升。 中国在对低生育率形成机

制进行分析和应对时,各项政策设计与学术研

究主要是针对“不敢生冶群体而采取定向措施,
低生育率的主要成因似乎被简单化为“不敢

生冶或“生不起冶这单一维度,却忽略了“不想

生冶“不能生冶等重要维度的存在。 鼓励生育支

持措施仅仅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住房、托育、教
育、就业等问题的经济与服务支持政策,却很少

把重心放在生育文化建设和生育观念重塑上,
由于这种政策锚定上的偏差,生育率的提振效

果只会是“事倍功半冶。
第四,我国妇女生育率基本失去了弹性,低

生育率机制早已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不断

固化,鼓励生育政策难以短期奏效。 中国进入

低生育率时代已 30 年之久,而进入很低生育率

(TFR臆1. 5)时代也已长达 20 年时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更是表明 2020 年中国已处

于超低生育率阶段。 中国妇女生育率正失去弹

性,生育率反弹的力度会越来越小,即“生育率

反弹的余波效应冶,一个失去弹性的生育率,任
何生育政策的调整都是无济于事的[19]。

第五,历史规律与国际经验已经阐明了鼓

励生育制度在提高生育率时的无效性至少是效

果不彰。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早已表明,抑制

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有显著的相关性,而鼓

励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回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

著[31]。 换言之,经过人为努力与政策干预,将
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

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非常困难的。 不同

方向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力大不相同,
通过政策抑制将生育率下降到一定低的程度,
在需要的时候再依靠解除限制或鼓励支持生育

率就会轻松地回升,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

象或对政策万能的“迷信冶。 如果说计划生育

政策的奏效确实有制度和政策的力量在其中发

挥作用,借助国家威权主义和严厉超生处罚使

多生者知难而退,那么当生育政策方向逆转为

鼓励时,制度便不再具有那种刚性的、带有一定

惩罚的约束作用,这也是现代文明与法治社会

所不容许的。 通过效仿独生子女政策所依靠的

刚性政策的方式,已经完全无法为中国现如今

鼓励生育的目标实现带来参考价值[20]。
此外,在超低生育率和育龄人口规模下降、

婚育年龄延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人口

的出生率和出生数量自然也不会因为鼓励生育

政策的刺激而大幅提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2015—2020 年,我国生育旺盛期(20
~ 34 岁)妇女规模年均减少 300 多万人。 计划

生育政策和现代化的副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其
后果之一便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严重萎

缩。 换言之,假使生育率大幅回升,但因为生育

基数小,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也不会因此而出现

明显提高。
种种证据已经表明,几乎所有的鼓励生育

政策对低生育率的刺激效果都十分有限,无论

是欧洲与东亚国家的“前车之鉴冶,还是中国

“单独两孩冶遇冷与“全面两孩冶效果不彰,都预

示着三孩生育政策也不会是例外,其日后必定

也会面临收效甚微但代价高昂的局面。 然而,
当前关于生育政策及其预期效果却出现了几种

认知偏差:
一是政策万能论。 人类对自身生育的干预

自古有之,但历史上的人为生育干预相对较少,
且由于缺少有效技术支持,因而效果不佳。 因

此,传统社会人类生育演进可以视作自发秩序,
它帮助人类绵续至今。 现代社会的生育秩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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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建构秩序,人类对自身繁衍的严重干预

出现在现代避孕节育技术之后,但控制生育易,
激励生育难,一旦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时,要促

使生育率回升,即便个人愿意,甚至借助生殖技

术的帮助,也未必能如愿,因而此时人类生育进

入了半调节状态。 低生育率是现代性的必然结

果,也是现代人口的结构性特征,多不是可以通

过制度干预就可以大幅改善的。 中国现在的三

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不可能改变中国人

口发展的大趋势,正视、面对与接受低生育率短

期不可能改变之现实,一切的政策与努力都建

立在低生育率与人口发展大趋势基础之上,才
是更务实的选择。 事实上,政策制定与问题化

解是两回事,某些制度与政策的构建不一定能

化解问题,甚至多是徒劳的,不仅如此,有时还

会建构出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例如,今日的少子

老龄化部分就带有昔日政策建构的成分在内。
二是低生育率归因谬误论。 从当前情况来

看,无论是官方话语、社会舆论,还是学术研究,
似乎都将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过度锚定在了

“不敢生冶方面,而缺少对“不想生冶等群体的关

注,特别是夸大了房价压力、教育负担、职业冲

突与照料赤字对生育的冲击[32]。 实际上,这些

看法仅就事论事或对低生育率成因做了浅表分

析,若是顾及历史事实,上述四大原因是不能完

全站住脚的:首先,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分化,只有大城市才存在高房价之说,且
居住条件也从未像今天这般得以改善和提升,
因此归咎于高房价是无法解释欠发达或低房价

地区的低生育率困境的。 其次,中国政府在教

育建设中的投入从未像今天这般多,教育资源

与教育水平也从来没有如此高过,但关键问题

在于中国家长自己多平庸却始终不甘于接受子

女的平庸,因而选择了“鸡娃冶或者直接“不生

娃冶的道路。 再次,国家对生育与就业的支持

措施从未像今天这般丰富与完善过,特别是我

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能够较好甚

至超额实现对女性职工生育的优待与福利,按
道理这部分群体应当成为多育者,但事实与此

相违背。 最后,现在出现少生甚至不生,多不是

所谓的“照料赤字冶所致,而是人性懒惰使然。
生育孩子少(特别是低生育率)极易形成倒金

字塔型人口结构,在家庭生命周期中便会出现

祖辈多于父辈、父辈多于子辈、子辈多于孙辈的

现象,而今天常常是父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照

看 1 ~ 2 个孩子,因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

现照料子辈与孙辈的资源如此丰富的情况,并
且隔代照料也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

独特且普遍现象。 所以说,导致低生育率的所

谓房价压力、教育负担、职业冲突、照料赤字,即
便成立,也只能构成育龄人群生育与否的外部条

件,如果他们发自内心的不想生育,或不想生两

孩或三孩,那么无论他们的财富状况如何、教育

负担怎样、有无父母帮衬或职业发展是否允许,
最终的生育决策与行为都是殊途同归。

三是责任推脱论。 现在有一种倾向,很多

人站在道德制高点,理直气壮地把少生甚至不

生的责任更多地转嫁给国家或社会,认为低生

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
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冶豁免生育责任,因
而不断给国家与社会添加新的财政责任与福利

负担,却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国家或社会

的承受能力,似乎把责任或者负担推给政府或

社会,少子老龄化问题就解决了。 结果是政府

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刺激生

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而且加重了

财政和纳税人负担,最后很可能是财政的崩溃

与政府公信力的破产。 社会福利的本质是财富

或责任再分配机制,每一位国民所享有的社会

福利归根结底多来自纳税人或劳动者的社会负

担[33]。 因此,名目繁多的生育福利微观上似乎

存在着激励生育的直接效用,但宏观上却导致

了税费加重与经济活力下降,进而削减了家庭

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与财富创造动机,存在着

抑制生育的间接作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看

似慷慨的鼓励生育措施在欧洲与东亚地区收效

颇微,同时也促使福利国家逐渐反思社会福利

政策“去家庭化冶的消极影响。 实际上,任何国

家的政府都面临着有限财政预算条件下的无限

社会问题的抉择,鼓励生育制度的构建与实施

同样必须审慎回答“政策资金从哪里来冶“政策

的成本与收益是否平衡冶“政策能否持续冶等一

系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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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与制度:生育率转变的

结构性要素

摇 摇 以往有关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的研究多集中

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量化分析之上,特别

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女性受教育水平、生育成

本等人口学变量被视为最主要的自变量加以回

归分析。 仅从统计相关性而言,这些个体及家

庭微观层面的因素似乎构成了对低生育率水平

的有力解释。 不过,作为宏观结构性要素的生

育文化和生育制度,因为其复杂性和抽象性导

致定量分析变量操作化难度过大,所以其影响

效果很难在精致的量化模型中找到,或仅被简

化为背景因素或区分不同区域、年龄的控制变

量。 在此方面,部分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采取

质性研究范式,尝试探讨了传统生育文化与生

育制度如何共同影响我国人口的生育选择,其
关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与制度相互协商、建
构的过程[34鄄35],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当

抑制生育制度与传统生育文化相冲突时人们的

生育抉择[11,36]。 可见,文化与制度作为两道社

会限制交互作用在中国人身上,是决定生育率

转变和个体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和根本性因素。
实际上,文化与制度本身以及互构关系均具有

某种丰富性与多样性,需要放在长时段内加以

考察。
生育文化是一种内生性和共享性的描述性

规范,常常能被个人知觉到并作为其生育行为

的参照系,不仅包括传统生育文化,当然也包括

现代新型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潜

移默化的累积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生育

制度则是一种外生性和后致性的命令性规范,
属于正式的或成文的规章制度,主要由国家或

政府颁布与实施,随着眼下人口问题的不同,生
育制度也分为抑制型、中立型(放任型)和鼓励

型。 生育制度的构建往往由国家意志所决定,
其产生与变革所需时间相对较短。 上文分析已

经指出,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

中,文化与制度在生育率转变中始终发挥了重

要且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能看到文化与制度之

间的复杂关联。 借助韦伯所说的 “理想类

型冶 [37],以中国生育史为例,尝试勾勒出社会变

迁下生育文化与生育制度对生育率的作用机

制,以及文化与制度的互构过程(表 4)。
表 4摇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生育文化与生育制度

的作用机制及互构过程

社会类型 时期
生育
水平

生育
文化

生育
制度

“文化 制
度冶关系

前现代
社会

—1973 年 高 多生 鼓励
同方向
叠加

转型社会
初中期

1974—1980 年 降低 多生 抑制
反方向
抵触

转型社会
中后期

1990—2013 年 继续降低 少生 抑制
同方向
叠加

现代社会 2014 年— 低或超低 少生 鼓励
反方向
抵触

摇 摇 注:对于文化、制度和社会类型的理想类型均是基于实证

考察与理论抽象而形成的,在真实的中国生育史中可能并不

完整存在。 在特定时间节点上,现实可能特别符合某一理想

类型的典型特征,其余时间点可能则是多种理想类型的混合。

第一阶段为前现代社会时期。 除战争、饥
荒、瘟疫等事件外,中国人口在此阶段大体上保

持着高生育率,尚未发生第一次人口转变。 一

方面,生育文化嵌入儒家传统文化体系,表现为

对个体生育意愿和行为极大的约束性和压制

性,“多生冶 “早生冶和“生男孩冶等道德规范可

谓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从而产生了儿女众

多的大家庭与宗族模式;另一方面,生育制度多

以鼓励性和倡导性政策为主,出于对国家安全、
养老问题以及儒家文化的考虑,中国古代统治

者都十分注重对民众生育行为的鼓励,进而促

成了泱泱人口大国的特质。 不过,由于国家财

力有限,这些鼓励政策的力度都相对较小,或没

有实质性支持,多以政治宣传与道德呼吁为主。
总的来说,传统生育文化与鼓励生育制度同方

向叠加,使得生育率大多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文

化的内生性力量要大于制度作用,成为维持高

生育率的根本因素。
第二阶段为社会转型初期。 随着我国现代

化发展不断深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渐收紧

与稳定,我国人口的生育率迎来了明显下降,短
短 20 多年,生育率从 6. 00 左右下降至更替水

平附近。 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尤其是 1980 年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更是史

无前例的严厉,借助惩罚为主、奖励为辅的政策

工具,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的

增长态势,也催生出了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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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于“文化堕距冶规律的存在,传统的“多
子多福冶与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依旧内化为绝

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个体所处的家庭和社区

系统仍恪守传统的生育道德规范,因此在政策

限制背景下出现了许许多多抵抗制度的超生行

为,而这在广大农村社区和“村改居冶社区淤中

尤为明显。 此时,传统生育文化与抑制生育制

度便产生了严重的对抗和冲突。 独生子女政策

绝不像有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被大多数群众

接受的、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冶,
尽管明知超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经济损失、职
业处罚等负面影响,但很多中国家庭(尤其是

农村家庭)都有超生乃至被处罚的经历。 当政

策、制度与原有文化规范出现诉求冲突时,人们

倾向于用各种非法的、不合规则的博弈手段来

维护自己的生育底线,使出各种“弱者的武器冶
优先满足文化要求,通过与制度的博弈、协商、
互构来躲避制度约束,守卫文化的边界[35]。 由

此可见,在此阶段,文化和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

响均是十分明显的,但当两者相冲突时,制度看

似起主导作用,但文化的力量尚未退场。
第三阶段为社会转型中后期。 1992 年左

右,我国妇女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此
后生育率便持续下跌,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TFR臆1. 50)。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对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 90 年代之后,社会经济因素或者现代

化的力量超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38鄄39],这
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内生性的现代生育文化已初

步形成并开始起抑制生育的作用。 传统生育文

化发生了嬗变,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

优生甚至不婚不育冶的现代生育文化,其中不

乏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作用。 即使没有生育政

策的限制,长久来看“只生一个好冶或“一个也

不生冶也会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自觉选择,甚
至成为部分个体推脱生育责任的合法化理由。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顾虑,极端的以独生子女

政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迟迟未能

松动,仍然严苛地控制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少子

化风险不断增大。 此时,现代生育文化与抑制

生育制度同方向叠加,共同巩固与强化了低生

育风险,加剧了人口内禀负增长的惯性。 当制

度与文化规范一致时,这既可以认为是抑制生

育政策对人们的影响力最强,组织绩效最好,文
化辅之以制度,更可以认为现代生育文化的影

响已经内化于人心并被个体所习得,制度的存

续早已可有可无甚至严重不合时宜。 因此,准
确地说,在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上,不是传统生育

文化作用甚微或根本就不起作用,而是抑制生

育政策持续太久,导致已经错过了利用传统文

化并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

淤所谓“村改居冶社区是指由户籍从农村变为城镇,但思

想观念、生产与生活方式还保留乡土特征的居民组成的生活

共同体。

第四阶段为现代社会时期。 时至今日,中
国早已和发达国家一样深陷“低生育率陷阱冶
而不能自拔,2020 年妇女生育率仅有 1郾 30。 在

生育文化方面,文化的传统特征逐步消失殆尽,
而其新兴的现代特征正与西方世界不断趋同,
并不断深入人心,成为抑制人们生育意愿和生

育行为的根本性因素。 在生育制度方面,我国

虽然表面上实行的仍然是限制性生育政策,但
由于明确不允许对超生者进行处罚,因而实际

上中国已经放开了对生育的限制,转而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以期挽救极

低的生育率局面。 然而,从政策效果来看,鼓励

生育政策的前期实践多不成功,生育意愿与生

育率依旧低迷,未来效果也不容乐观,政府还将

为此付出不小的财政代价。 此时,生育文化与

制度之间又发生了悖离,主要是文化对生育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制度再次让位于文化。 当鼓

励生育政策不能满足个体内生性文化需求时,
即便制度设计再完美也无济于事,人们甚至还

会将不生或少生的理由归咎于鼓励生育政策的

力度不够,从而掩藏和否定自身逃避生育责任

的真实想法。 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生育配

套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嵌入当地生育文化。 在婚

育文化较为负向的地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不

仅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甚至还可能产生抑制生

育的反向效果[40]。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本研究主要基于韦伯

“理想类型冶的概念工具来展开对生育文化、生
育制度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考察,旨在把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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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特征。 但现实世界中,三者之间的作

用机制纷繁复杂,文化与制度影响生育的作用

逻辑又是互相交织但大不相同,因此,任何理论

或模型都无法面面俱到地加以呈现。 本研究是

在此方面的有益尝试,也希望引起后续更多理

论或实证研究的关注和探讨,一同将文化与制

度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引向深处。

五、结摇 语

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纷繁复杂,房价高、教
育贵、无人照料、职业发展受阻等中微观因素当

然属于影响生育率水平的变量,但要想真正地

认识和理解低生育率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

物,仅做这些浅表性的成因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文化和制度始终构成决定生育率转变的结构性

要素,应该从更丰富和抽象的“文化 制度冶视角

去理解生育率水平的社会建构,关注结构性力

量的社会整合作用。 需要尝试一种独特的、创
新的、有别于人口学和经济学分析传统的研究

途径,既不是把“文化 制度冶对生育率的影响看

作是外生变量,也不是把“文化 制度冶看作促进

或限制的背景性因素整合或添加进对生育率的

宏观分析,而是要把“制度 文化冶当作生育率转

变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整合进对生育率

水平的解释,把背景转化成内容。 其中,需要更

加重视文化的内生性作用,它所提供的分类图

示和理解使得人们得以从事特定的生产活

动[41]。 在制度与文化的角力中,制度常常让位

于文化,或者说嵌入文化,过去严苛的计划生育

时期有“超生游击队冶,有“不生男孩不回家冶,
而如今鼓励生育阶段却有将“一个也不生冶视

为人生信条的单身贵族和丁克家庭,种种现象

的背后都是生育文化和观念的深刻影响与强大

惯性。 可见,重视生育文化的引导与培育,对各

项生育政策的效用发挥与最终生育率的回升,
可能会产生基础且关键的作用。 生育率的回升

需要文化的刺激,甚至“道德绑架冶,这可能需

要制度设计,对现代生育文化加以改造。 例如,
要像 40 多年前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大张旗鼓

地宣传“只生一个好冶那样,大张旗鼓地、全方

位地、持久地宣传“生育两个孩子好冶“女+子才

是真正的好冶,特别是“给孩子一个伴冶应该成

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一个值得在全国广泛、持久

宣传的口号[20]。 不过,生育文化建设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既不是简单复制与复兴传统生育

文化便足矣,也不是一朝一夕即可改造重塑起

现代生育文化,正向生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培

育需要社会各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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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tility Culture, Fertility System and Fertility Rate: The Effect of the Three鄄Child Policy and Its
Supporting Measures / CHEN Youhua, SUN Yongjian (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risk of China爷 s aging with lower fertility, how to boost the fertility rate
back to an appropriate level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concern to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he
encouraging birth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three鄄child policy and the traditional birth culture with “more
children and more happiness冶 as the core are highly anticipated to help China get rid of the “low fertility
trap冶. However, this study has different findings. First, the fertility rate of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overseas Chinese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or ethnic groups. The
traditional fertility culture has changed and declined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covery of
the low fertility rate is very limited. Instead, modern fertility culture, which tends to “have fewer ( or
no), better and later births 冶, has become popular, and has formed an endogenous low fertility
mechanism. Second, European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low fertility
rate after building an encouraging fertility system, and cannot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low fertility rate to
an appropriate level. The expected effect of China爷 s three鄄child fertility policy and its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also not optimistic. There is a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fertility culture, fertility
system and fertility rate. Therefore, we need to re鄄examin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ertilit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rom the structural and endogenous perspective of culture鄄system.
Key words: fertility culture; fertility system; low fertility rate; three鄄chil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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